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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

王　 倩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摘　 要： 政治仪式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呈现政治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历逢国庆节， 中国共产党会积极组织少数民族

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 代表们通过参加接见宴请、 观礼阅兵、 献礼献旗、 走访参观等形式多样的国庆仪式， 推动了新

型民族关系的发展。 运用政治符号和象征理论解读这一政治仪式， 可以清晰的看出国庆仪式催化了少数民族代表在心

理、 情感、 思想等层面的剧烈转变， 这为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巩固新生政权、 实现政治动员、 达成政治共识发挥了重

要作用。 这一过程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开展， 亦成为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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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降， 每逢周年都会举行各种国庆活动。 在 １９５０ 年首个国庆节， 来自 ３６ 个少数民族的代

表在首都北京组成游行队伍，①其中有绿色 “星月” 旗下的四千多名回民代表， 有来自天山南北、 甘肃青

海、 西南边疆等地的维吾尔族、 藏族、 苗族、 瑶族、 彝族等各少数民族同胞， 他们穿戴着节日服饰、 奏

着各民族乐曲， 边歌边舞像 “一堆彩云” 经过天安门广场， 由此 “显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友好团结的缩

影”②。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下， 新中国对外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 国庆节亦成为宣传民

族政策、 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节点。 这一过程实质承载着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旗帜鲜明的民族工作导向、
执政理念和政治意蕴， 其中更凭借着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 国庆仪式等丰富且具象的政治符号象征， 催

化各族代表与全国人民共同生成特殊的政治记忆， 承载并传播了特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意义。
对此， 目前学界虽不乏佳作探讨， 但多侧重于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具体实践， 或注重分析国庆活动本

身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功能， 而从政治符号、 政治象征及政治记忆等怎样转化为现实政治功能等方面， 即

包括从个体与集体、 地方与中央、 民族与国家之间如何互动联结并建构出新型关系等角度的解读则着墨

甚少。 鉴于此， 本文以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 年国庆活动为历史背景， 尝试运用政治象征理论及结构主义相关思维

范式， 梳理各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动因流程和细节内容， 对蕴涵其中的政治符号、 政治象

征进行解读， 以此试图厘清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与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联， 剖析代表们在

国庆仪式的催化下形成了何种政治记忆、 发生了怎样的心性转变， 最终总结这一过程蕴含的价值功能和

现实意义， 以此为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 总结中共执政经验以及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研

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 政治符号的生成： 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的动因与筹备

“任何符号都是双重使命， 既为生存目的服务， 又为政治目的服务。”③符号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媒

介随处可见， 携有政治信息的符号都可视为政治符号。④新中国成立初期， 民族地区因历史上长期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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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与压迫， 存有较多历史遗留问题， 各地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中共为推行民族平等政策、 全面打开民

族工作局面， 亟需与民族地区加强联络、 增进交流， 对此， 中共制定了 “上来下去” 的民族工作形式，
其中以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作为 “上来”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 代表们的少

数民族身份就化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符号， 既可表象其个人的民族成分也可指代其所在的民族集体， 成为

了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元素。
追溯这一政治符号生成的动因， 大致可从两方面得出。 其一， 源于建构全新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

中共历来反对 “两种民族主义” 尤其是 “大汉族主义”， 《共同纲领》 明确规定了各民族平等， 并要使新

中国 “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这就规定了国庆活动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价值主张， 也成为

展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① 其二， 出于对巩固中共新生政权的现实考量。 新中国成立伊

始， 中共执政能力和民族工作经验尚且不足， 亦无足够力量深入边疆全面开展民族工作； 加之边疆地区

多受封建残余及匪特活动等影响， 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共了解甚少， 此时亟需团结一切民族合力以推进全

国域内的建党建政工作。 因此， 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观礼可帮助中共快速打开民族工作局面， 但作为

一项复杂的组织工作， 只能选派各民族中最为 “关键” “核心” 的人员前往， 再以其影响效力扩大活动成

效。 由此， 各族代表以其少数民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这一政治符号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 这既代

表了一种创新且巧妙的民族工作形式， 又贴切的表象出中共意欲 “体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的价值象征，
并承载了要 “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显要的政治意图。② 显然， 这

一政治符号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和功能。
为使政治符号发挥最大效能， 代表们的属地来源成为中共首要考量的内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究竟有哪些民族， 一共有多少民族， 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③。 对此， 中共中

央对赴京活动作出要求： “争取一个民族不漏， 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④ 这正契合了中共推行各民族平等

的价值旨向， 正如毛泽东所述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 不论大的民族、 小的民族都要团结”⑤。 如此，
从历年各族代表的整体性分布 （具体详见表 １） 就可看出， 不仅涵盖了东北、 西北、 华北、 华东、 中南、
西南等所有区域， 亦包括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 充分体现出公平兼顾的选派原则。 另从赴京频率与代表

数量的分布来看， 少数民族成分偏多且情况愈为复杂的西南、 西北等地区， 往往成为选派的重点考量地

域， 综上均可管见中共意欲在最大范围、 最大程度上实施政治动员的现实考量。 以纵向节点举例来看，
１９５０ 年， 国庆活动甫一举行， 此时民族类别尚未厘清， 仅选派了百余人赴京验析活动效果； 而至 １９５６
年， 随活动逐年开展日趋成熟， 并为贯彻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以及着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工业建设，
国庆期间共组织少数民族代表 １３００ 余人赴京， 创下历来之最。⑥ １９６０ 年国庆节， 为更好的配合西藏地区

民主改革运动， 组织来京的西藏地区代表数量相较其他地区则更多。⑦ 由是观之， 中共组织人数不等的少

数民族代表团赴京， 已不仅仅出于从整体统筹上对活动规模的灵活把控， 更是欲意将政治符号所承载的

信息和意义， 融入并扩散到国庆活动以及民族工作实践的全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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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 年国庆节赴京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地区、 民族数量、 人数等情况表

年份 地区或数量 民族或数量 人数 备注

１９５０
内蒙、 西北、 西南、 中南、 华

东、 东北、 中央直属省市等地

区 ７ 个民族代表团

４２ 个 １５８ 人 另有 ２１９ 位民族文工团团员

１９５１ 西南区民族代表团

回 族、 摩 西 族、 彝 族、
窝 泥 族、 泰 族、 苗 族、
山头族、 民家族、 藏族、
蒙古族、 瑶族等民族

—
本年可能为不完全统计数据； 另

有新疆各民族新闻工作者参观团

１９５２
西藏致敬团； 昌都、 内蒙、 西

南、 西北、 中南、 东北、 华东、
华北等地区民族代表团

４６ 个 ３００ 余人

１９５３
西藏、 昌都、 四川省藏族自治

区民族代表团
藏族等 ９９ 人

１９５４ 西藏地区代表团 藏族等 — 另有西藏歌舞团

１９５５
西藏、 云南、 贵州等地区民族

代表团， 四川省彝族代表团
２０ 余个 ３６２ 人

人数中包括西藏青年参观团； 另

有新疆、 云南、 青海、 内蒙古牧

区青年参观团， 新疆省各民族交

通实习团， 中国佛教协会各民族

代表团

１９５６

西藏、 新疆、 甘肃、 青海、 陕

西、 四川、 云南、 内蒙古、 广

东、 延边等地区 １５ 个民族代

表团

近 ３０ 个民族 １３００ 余人

并有 ４ 个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和

１ 个新疆有色金属工业的民族干

部参观团

１９５７
西藏、 青海、 云南、 新疆、 四

川等地区民族代表团； 畲族、
满族代表团

２０ 余个 ７００ 余人
并有新疆工业、 教育、 云南少数

民族基督教、 西藏干部代表团

１９５８
新疆、 青海、 宁夏等地区民族

代表团；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

县代表团

２０ 余个 ４００ 余人

并有四川、 云南、 广西、 新疆、
青海等地区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

以及全国民族出版工作会议代表

１９５９ １６ 个少数民族代表团 ５０ 余个 １１００ 余人 并有 ３ 个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团

１９６０
云南、 西藏、 宁夏、 新疆等地

区民族代表团
藏族、 维吾尔族等 ６００ 人 另有西藏青年和西藏妇女代表团

１９６１
内蒙 古、 新 疆、 西 藏、 广 西、
云南、 吉林、 上海、 浙江、 福

建等地区 ９ 个民族代表团

蒙古族、 藏族等 ３５０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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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续）

年份 地区或数量 民族或数量 人数 备注

１９６２
内蒙 古、 新 疆、 广 西、 宁 夏、
西藏、 辽宁、 吉林、 黑龙江等

地区 ６ 个民族代表团

２３ 个 ３３０ 余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合组 １ 个代

表团

１９６３
内蒙 古、 西 藏、 新 疆、 云 南、
四川、 贵州、 甘肃、 福建、 浙

江等地区 ８ 个民族代表团

４０ 个 ４８４ 人

福建、 浙江合组 １ 个代表团； 另

有内蒙古、 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

族青年学习参观团 １６０ 人

１９６４

内蒙 古、 新 疆、 广 西、 宁 夏、
西藏、 辽 宁、 吉 林、 黑 龙 江、
陕西、 甘肃、 青海、 河北、 云

南、 贵州、 四川、 湖南、 河南、
广东、 山东、 福建、 浙江、 江

西等地区 ２２ 个民族代表团

４５ 个 ５００ 人

与内蒙古、 新疆、 西藏、 云南的

４ 个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人

数共计 ７１４ 人

１９６５

西藏、 新 疆、 内 蒙 古、 广 西、
宁夏、 云南、 甘肃、 青海、 贵

州、 四川、 广东、 湖南等地区

１２ 个民族代表团

４７ 个 ４００ 余人 另有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

　 　 注： 此表注重统计参加国庆观礼等仪式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 部分年度包括一些汉族代表， 但数量较少不影响对民族

代表团总体规模的量化认知； 另据 １９５３ 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 ４１ 个少数民族， 后经民族识别才确定我国共有 ５５ 个少数民

族，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第 １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３６ 页。 因此本文中所

涉及的民族称谓皆按原文使用。 详情参见 《伟大的民族热爱！ ———记各民族代表团献礼仪式》，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团相继愉快离京》， 载 《云南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建设

新中国！》，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首都隆重举行庆祝典礼》， 载 《甘肃

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２ 日； 《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　 招待西藏致敬团及各地民族代表》， 载 《甘肃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西藏、 昌都国庆观礼团等到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首都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典礼 毛泽东主

席检阅武装部队和人民游行队伍》，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 《首都隆重举行国庆典礼 观礼台上一万多人观礼》，
载 《内蒙古日报》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３ 日； 《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西藏地区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到北京 贵州云南四川三省各族参观团到北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京观礼的战斗英雄和兄弟民族等代表》，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 《贺龙、
陈毅、 乌兰夫 设宴欢迎各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许多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国庆观礼》， 载

《甘肃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人大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各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 《我国家领导人接见部队观礼代表团同时接见几个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国务院

副总理贺龙、 乌兰夫欢宴五十多个民族的代表》，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国务院： 《批转民委 “关于一九六〇

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请示报告” 的通知》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２ － １７ － １０１； 《中共中

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解放军和各民族国庆观礼代表》，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政协举行晚会招待各民

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 《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 陈叔通、 林枫 接见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八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国庆活动》， 载 《西藏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国务院： 《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

九六四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２ － ２４ － ２０４ ～ ２０５； 《二十二个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参加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各地劳模代表和少数民族参观团

到京参加建国十六周年庆祝活动》，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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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注少数民族类别的整体性分布， 从个体化视角来看， 充分挖掘利用好每一个代表的身份来源

也至关重要。 这源于个体身份这一政治符号是向同一民族群体传导中共政治意图最佳的媒介和载体。 参

加 １９５０ 年国庆典礼的苗族代表赵哲忠、 黎族代表王嬛东均来自海南岛， 他们因解放前参加琼崖纵队与敌

后革命斗争被选为代表； 连南县瑶族代表房红白， 因能团结瑶民并参加瑶区人民政府工作而当选。① 由

此， 较早接触 “革命” “政权建设” 等事业的代表以其身份与经历， 为政治符号的确立树立了价值导向、
增添了政治属性， 这有利于以个体影响力对各地民族群众实施动员和改造。 另外， 选取代表们上、 中、
下不同阶层身份来源亦出自这种考量。 早期为突破边疆的复杂形势， 中共明确将争取少数民族代表人士

及宗教领袖人物作为首要任务， 将此视作 “进行群众工作” 及取得 “安定社会秩序” 的前提。② 毛泽东曾

言 “不团结达赖、 班禅， 莫想去做什么工作”③， 邓小平也指出在民族地区 “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 开展

任何民族工作必须要 “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④。 因此， 各少数民族中极具威望与地位的代表人士， 成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派赴京的首要人选。 １９５０ 年， 赴京代表主要有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中的土司、 山官、 活

佛、 堪布、 毛拉等；⑤ １９５６ 年， 代表中多数亦是各民族僧俗官员、 头人、 活佛、 阿訇等代表人士。⑥

诚然， 自 １９５０ 年国庆节伊始， 亦有部分工人、 农民、 学生等作为代表进京， 但其主要来自解放较早

并很快实行民主改革的民族地区且占比不是很大。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 年， 赴京代表渐由各族中的工、 农、 牧、
林业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 积极分子、 基层优秀干部、 五好职工等人员构成， 此时兼有民族代表人士

参加。⑦ 这一 “重下轻上” 的倒转趋势正是中共在推进民族工作过程中重心转变的映射。⑧ 究此原因， 是

随着各地与外界交流增多且民主改革工作得以推进， 为鼓励广大民族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中共

逐渐加大对各民族地区群众进行大力团结和争取， 试图以各行业战线的典型、 模范代表作为政治符号，
发挥其示范引领的影响效应。

要确保政治符号发挥象征意蕴， 国庆活动的组织落实成为重要途经和保障。 对此， 中共对代表们赴

京始终表以积极态度并作出细致筹划。 历年国庆节之前， 中共中央即会提前统筹部署关于动员、 选派、
启程和返回等内容与流程并下发通知至地方， 各地则结合实际予以贯彻落实， 确定选派原则与实施方案，
并制定细致到携带物品、 身体状况、 精神面貌、 外出纪律、 交通安全、 饮食卫生等相关注意事项。⑨ 在彼

时国家财力受限的现实情况下， 中共对代表赴京可谓重视之极， 不惜在人、 财、 物方面予以大力投入。
１９５０ 年首个国庆节， 中共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名向各族代表发出邀请， 并将此 “视为一项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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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广东云南少数民族代表启程来京参加国庆典礼》，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５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６７３ 页。
《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２５７ 页。
《邓小平文选》 （第 １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第 １６８ 页。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３３０ 页。
《贺龙、 陈毅、 乌兰夫 设宴欢迎各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关于盛大庆祝建国十周年组织本省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的工作计划》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广东

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１ － ２３５ － １７０ ～ １７０； 国务院： 《批转民委 “关于一九六〇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请示报

告” 的通知》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２ － １７ － １０１；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关于在国庆节

时组织本省少数民族参观团的通知》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１ － ２５５ － ２１６； 《六个少数民

族参观团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国务院： 《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三年

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２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１ － ２８６ － ０３２ ～ ０３３； 国务院： 《批转

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四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２ － ２４
－ ２０４ ～ ２０５； 《参加建国十六周年庆祝活动 各地劳模代表和少数民族参观团到京》，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
需要指出的是， 在西藏等民族工作推进较晚的民族地区， 其代表仍主要为民族代表人士。 此处所指的 “重下轻上” 是

指随着民族工作的整体推进， 从全国代表名额的整体性比重看出的调整与变化。
参见区党委办公厅： 《关于我区赴京国庆节观礼团出发应注意事项的通知》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

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２５ － ０１３８ － ００１４。



政治工作”。 为做好招待工作， 特成立 ２１ 人负责的 “政务院少数民族招待委员会”， 指定时任统战部长、
政务院秘书长、 中央民委主任委员的李维汉为主任， 乌兰夫等为副主任，① 下设招待、 文化、 保卫、 卫生

各组保证代表们在京期间的工作生活， 同时另专设联络组每日送简报至政务院， 以便及时了解掌握其思

想动态和情况意见。② 另就相关仪式活动如接待、 观礼、 参观等安排， 中共亦会细致考量、 有序规划， 以

１９５９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例， 国家民委根据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 以广西僮族自治区③等 １１
个省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３ 个省区、 北京市等 １３ 个省市组成参观团， 分别安排 ５００ 人和 ３００ 人两批

次错峰至各地游览参观 （详见表 ２）， 细致周密的统筹部署成为政治符号发挥效能的重要保证。
综上可知， 选派各族代表以其少数民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 这一政治符号的生成极具复杂的历

史背景和客观因素， 其背后表象着多元的象征和意义， 承载着多维度的政治意蕴和政治主张。 这也正如

政治人类学家阿布纳·科恩所述： “在每一个时刻， 代表性符号都在把瞬间与永恒、 个人与集体、 地方与

国家、 利己与利他、 私事与公事等等联系起来。”④ 出于对建构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的现实需要，
少数民族代表成为促进国家与个人、 中央与边疆迅速产生关联的纽带， 并充分向外界展现出新中国各民

族平等团结的价值旨向。

表 ２　 １９５９ 年国庆节赴京观礼少数民族代表分配名额表

各省、 市、 自治区 人数 观礼参观时间

广西僮族自治区 ７０

云南省 ７０

四川省 ７０

贵州省 ７０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０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４０

广东省 ４０

吉林省 ４０

黑龙江省 ４０

湖南省 ３０

辽宁省 ３０

国庆节前赴有关地方参观，
后来京参加国庆观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７０

甘肃省 ５０

青海省 ５０

９ 月下旬直接来京，
国庆观礼后赴各地参观

北京市、 上海市、 河北省、 安徽省、 浙江省、 江苏省、 福建省、
江西省、 陕西省、 河南省、 山东省、 山西省、 湖北省

７０
于国庆节时直接来京参观观礼， 后

去各地参观

　 　 注： 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少数民族代表团， 还包括全国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民族青年参观团 １５０ 人； 西藏观礼团名

额及办法另行通知。 北京、 河北等 １３ 个省市共组成 ７０ 人的少数民族代表团， 各省、 市具体名额分配由国家民委另行通知。
参见国务院： 《转发民族事务委员会 “关于 １９５９ 年国庆节组织少数民族观礼团的计划” 的通知》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 日）， 甘

肃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１４３ － ００１ － ０４５８ －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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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维汉等组成招待委员会招待各族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 （第 １ 卷）， 青岛： 青岛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３０２ 页。
广西僮族自治区 １９６５ 年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英］ 特德 Ｃ． 卢埃林： 《政治人类学导论》， 朱伦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１３０ 页。



二、 政治记忆的形成： 各族代表在京参加各类国庆仪式

政治仪式能够通过政治文化塑造一种稳定而持续性的群体情感和价值规范，① 在此过程中， “人们通

过参与政治仪式而获得情感能量”②， 政治仪式亦通过唤醒→重构→固化→刻写的完整流程实现记忆的生

产与再生产。③ 按照这一规律， 各少数民族代表在共同参加国庆仪式的亲身经历中， 在不同政治符号与象

征的交互催化下， 逐渐产生情感共鸣并生产与再生产和新生政权、 国家、 人民相关且特殊的政治记忆。
（一） 受到接见宴请

中共对于各少数民族代表的远道而来极为重视， 提出要使其 “欢欢喜喜而来， 高高兴兴而去” 的接

待要求。④ 代表们赴京后往往会受到统战、 民委、 政协、 人大等战线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 以此表示热烈

欢迎。 １９５０ 年国庆节前夕， 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受到政务院秘书长、 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 民委副主任乌

兰夫等领导在北京东站的接站迎接， 随即被送至西郊公园畅观楼休憩；⑤ 西北少数民族代表抵京时亦受到

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李维汉、 乌兰夫等分赴机场、 车站的接见欢迎；⑥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２１ － ２２ 日， 华东、
东北各民族观礼代表团先后到达北京， 中央民委副主任委员刘格平、 委员刘春等一行赴车站予以迎接。⑦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７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副委员长彭真等人，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负责

人。⑧ 不宁唯是， 毛泽东对代表们赴京也极为重视， 他同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毅等政要多次接见全

体赴京代表。 在这一过程中， 政治人物与公众的接触本身就富有仪式化成分， 国家领袖更成为群体政治

心理的象征符号。⑨ 由此， 接见仪式使得代表们与国家领袖得以近距离接触， 亦表象出少数民族在新中国

社会体系和权力秩序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过程迅速使代表个体与国家集体、 边疆和中央之间建构出新的

关系。
同时， 政治仪式还被 “广泛应用到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构建和社会动员中”�I0。 党政部门或领导个人

对代表们的宴请接待就是此类仪式的典型。 除了对代表们的远道而来表示隆重欢迎， 宴请接待还成为对

其进行鼓舞和动员的重要途径。 宴请接待基本以酒会、 宴会等形式为主， 会后常伴有杂技、 歌舞、 话剧、
京剧等精心准备的节目表演，�I1 可见中共对代表们用心备至。 宴会常常由全国政协、 人大民委、 国家民委

等单位直接负责， 亦或由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人单独宴请， 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邓小平， 国务院副总

理贺龙、 陈毅、 乌兰夫等。 在宴请仪式中， 领导多以致辞讲话表达关怀和问候， 并对民族工作抒发良好

希冀。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发表致词， 鼓励代表们要尽力消除民族隔阂和矛盾， 加强各

民族人民的团结。�I2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在国家民委的招待宴上， 乌兰夫鼓舞代表们对民委工作提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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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洲： 《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 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载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
［美］ 张玉萍， 张旭东， 李杨：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 载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曾楠， 张云皓： 《政治仪式： 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维度———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大会为考察对象》， 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 第 ３３２ 页。
《参加首次国庆盛典 西南各民族代表团抵京 并有各民族文工团同来献演》，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新疆驻军及中南、 华北少数民族代表抵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华东东北各族国庆观礼团抵京 西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启程》，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朱委员长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等》，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马敏： 《论 “王者”、 “核心” 的政治历史逻辑》， 载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美］ 张玉萍， 张旭东， 李杨：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 载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具体参见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晚会招待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 《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李维汉、 陈叔通、 林枫接见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 《朱委员长接见

少数民族参观团等》，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周总理在宴会上致词》，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意见以促进民族工作进步、 各族人民团结。①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乌兰夫再次号召各民族人民要紧密团结，
为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努力”②。 可见， 宴请已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礼节性仪式， 更是向代表们传达

政治意图的重要桥梁。 无论接见还是宴请仪式， 都为各族代表和中共中央之间提供了增进互动交流的平

台和形式， 这样的政治仪式也使代表们形成并强化了 “我曾在场” 的感受与记忆， 成为其重新判断自身

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信息标识。
（二） 观礼阅兵仪式

国庆阅兵作为国家层面极为盛大而重要的政治仪式， 能够发挥维系权力秩序稳定的作用， 并快速赢

得民众对国家和政权的支持。③ 这对于对新中国军事实力了解甚少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作用更为明显。 一

些边疆地区群众起初对国家实力持疑， 甚至存有另立山头的想法和打算。 阅兵仪式正以其极大的感观震

撼力和军事震慑力， 在代表们生产与再生产政治记忆的过程中增进了对国家和政权的认同。 在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５ 年的国庆节， 首都北京共举行了 １０ 次人民解放军阅兵式， 阅兵观礼后代表们逐渐对新中国军事实力

产生强大信心。
在 １９５０ 年首个人民武装部队检阅仪式上， 代表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阅兵式，

其中包括榴弹炮、 高射炮、 骑兵部队等， 大家在看见飞机坦克时都 “欢欣地跳跃起来”④， 感慨 “再不怕

有什么人敢于欺负我们”⑤。 １９５３ 年的国庆阅兵式， 代表们在看到步兵、 摩托部队、 轰炸机群等后， 为有

“这样强大的国防力量热烈欢呼和鼓掌”⑥。 在 １９５９ 年阅兵式上， 各少数民族代表看到我国自主制造的各

种现代化武器装备， 包括最新式自动步枪、 大炮、 坦克、 高速度喷气歼击机等， 不断向受检部队欢呼致

敬， 热烈庆祝新中国现代化军队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⑦ 此外， 阅兵仪式还打消了一些代表潜在反动的想

法， 参加 １９５２ 年国庆观礼的西康彝族代表， 在见识了 “喷气式飞机和各种大炮” 后， 深感中共武装力量

的强大， 遂打消了解放军 “打不赢他们” 的 “自高自大的思想”， 另有 “一些以为自己了不起， 与政府对

立的个别顽固头人， 觉悟了过来”⑧。 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以其极大的震慑力， 消除了部分民族群众潜在

企图独立分化的可能， 使全体代表对新中国国防力量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强化形成了关于国家兴旺

强盛的政治记忆。
（三） 献礼献旗致敬

在京期间， 各少数民族代表通常以敬献本民族珍贵礼物的方式， 表达对领袖的敬意和对国家的热爱。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上旬， 贵州省苗、 彝、 回各族代表， 赴京时携有献给庆祝国庆大会的锦旗和敬献毛泽东的礼

服。⑨ 傣族代表人士召存信则带着西双版纳各族人民献给毛泽东的 ４ 件珍贵礼物———金伞、 贝叶经、 普洱

茶和傣族服装。 １０ 月 ３ 日晚， 代表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等领导人献礼献旗致敬，
并为其披戴民族衣冠。 维吾尔族代表献上维吾尔族帽子， 藏族代表们送上麝香、 虫草、 鹿茸、 藏红花等

西藏特产，�I0 献礼中还有红皮玉、 贝母、 玉石砚台、 彝族风格木制碗盘以及各民族名贵特产。�I1 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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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事务委员会设宴招待各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人大民族委员会等宴请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２ 日。
郭哲： 《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中国国庆大阅兵 （１９４９ －２００９） 的政治学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６ 年。
《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 日。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首都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典礼 毛泽东主席检阅武装部队和人民游行队伍》，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
《首都举行空前盛大阅兵游行》， 载 《甘肃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
《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西康彝族观礼代表阿雷五撒等五人返回西康后传达总结报告 （摘要）》 （１９５３ 年）， 四川省档案馆

藏， 档号： 建康 ０１７ － １１； 转引自赵峥：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观访问内地述论》， 载 《中共党史研

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
《北京庆祝国庆筹委会组成 国庆日将举行盛大阅兵典礼 贵州少数民族代表启程来京参加国庆节》，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西康藏族彝族代表抵渝 即将来京参加国庆盛典》，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新中国大团结的有力说明 各民族代表向毛主席献礼 为领袖们披戴民族衣冠 各文工团表演民族歌舞》， 载 《宁夏日

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



立之初， 赴京代表通常会以献赠本民族最为珍贵的礼物表达情感， 对此， 中共意识到高昂的献礼费用势

必会造成群众经济负担， 出于对群众利益的考量， 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３ 年专门下发指示以消除此类现象， 要

求少数民族代表赴京时不带或少带礼物， 但出于尊重民族习惯仍保留了如藏族敬献哈达等献礼方式。① 在

１９５９ 年国庆节上， ４０ 余个少数民族代表依次为毛泽东献上民族礼品， 并为其披戴上自己民族的衣冠服

饰。② 对此， 礼物的敬献与交换不仅仅表达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 爱戴、 敬仰与拥护之

情， 更表象了献礼蕴涵着民族关系协调、 国家统一稳定、 全国上下一心的政治象征。
献礼物品作为一种承载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 成为联结起献礼和受礼双方情感与关系的纽带。 这一

过程与马塞尔·莫斯看待礼物馈赠与交换的意义有些共通之处， 莫斯认为被人们视为珍品的礼物一旦被

转送、 传承， 其中蕴涵的力量就得以显现， 这一过程也不完全是 “毫无功利性” 的， 其实质可能在于去

“维系一种无法拒绝的利益结盟关系”③。 从逻辑上看， 物品传递过程本身就富有一定礼仪性，④ 代表们不

仅仅以献礼寄托和表达民族感情， 更为重要的是与国家新生政权之间产生互动。 随着献礼的完成， 物质

交换和符号传递得以实现， 其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代表们与国家集体、 民族地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开始

形成关联， 由此建构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关系。
（四） 走访参观学习

走访参观作为一项极具导向的政治仪式， 对于传递政治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直观的景象对受众

进行反复刺激和强化， 可以使其产生特定的政治心理效应和定势。 代表们在走访参观的过程中， 亲睹了

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 直观的感受到内地成就和汉族文化。 总体看来， 一般会组织代表们在国庆观礼前

后， 以北京、 天津为重点或至其他城市和地区进行参观学习， 其中多有实行民主改革较早、 发展较好的

民族地区， 如内蒙古自治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等， 亦会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城市。 １９５０ 年国庆

节， 代表们在京逗留将近月余， 先后参观了战绩、 兵器、 劳模及民族文物等展览会， 石景山发电、 钢铁

等工厂， 回民学院、 蒙藏学校、 清华、 北大等学校， 并游览了富有人文底蕴的故宫、 长城、 天坛等名胜

古迹，⑤ 其所到之处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１９５１ 年， 新疆新闻工作者参观团于两个月内参观了西

安、 上海、 南京、 沈阳等各大城市， 团长阿·祖努尼就切身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富饶， 特别是 “各族人

民相互友爱的真实情谊” 让他深受感动。⑥ １９５６ 年， 中共中央安排代表们在国庆前后分批次前往不同城市

参访， 具体规划了赴上海、 广州、 西安、 兰州、 呼和浩特等地游览的共计 １９ 个批次 １４５０ 人的代表团， 目

的在于侧重使其亲身感受祖国的建设成就。⑦ １９６２ 年， 赴京的少数民族代表在国庆观礼后， 亦在首都参观

了工厂、 郊区人民公社和游览名胜古迹等。⑧ 走访参观是侧重于诉诸行为感受的仪式， 最能使代表们快速

感知新中国经济建设 “硬实力” 和文化建设 “软实力” 的发展程度， 其背后的政治意图是对代表们实施

思想上的改造与争取， 也直观的为其镌刻出祖国伟大富饶、 成就显著、 经验先进的印象与记忆。
由是观之， 代表们参加了多种形式各异的政治仪式后， 经过观礼、 阅兵、 游行、 参观等仪式的刺激

和强化， 直观的感受到祖国各处友爱、 平等的氛围， 形成了特殊的政治记忆。 这一过程也逐渐催化了代

表们政治心理的生成， 使其重新建构起对中共领导、 汉族文化进行判断和认知的思维图式。 各少数民族

代表在参加了政治仪式的经历影响下， 其思想意识、 心理感受和情感倾向开始发生本质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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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不要携带礼物等问题的指示》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１３ 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２３７ 页。
《民族大团圆》，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法］ 马赛尔·莫斯： 《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 卢汇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版， 第 １４２ 页。
参见 ［英］ 马凌诺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梁永佳， 李绍明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团相继愉快离京》， 载 《云南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各民族亲密团结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载 《东北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国务院秘书厅： 《关于今年国庆节以后外宾、 少数民族、 华侨分批去各地参观、 访问、 游览问题的通知》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陕西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１８５ － １ － ９９７ － ８。
《六个少数民族参观团到达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三、 政治象征的催化： 少数民族代表心理、 情感、 思想发生嬗变

政治象征被视为 “一套意义系统和权力技术”， 能够稳定权力秩序、 表达政治意义， 同时也是表达人

们情感、 愿望的重要形式， “象征旨在唤起人们的感情， 而后促使人们采取行动”①。 代表们参加国庆活动

的系统实践， 均可表象出新中国各民族之间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价值旨向， 这种全新的人际知觉

和文化体悟， 促使代表们在共同的政治象征催化下产生心理、 情感和思想质变。
首先发生转变的是代表们对于自身少数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 赴京后代表们以平等的主体地位与各

族人民一道共同参加国庆仪式， 这一过程表象出每个个体拥有平等的人格、 尊严、 价值等象征， 亦使代

表们不自觉的关联起在新旧政权下截然不同的处境和经历， 这使得他们对曾经受到歧视、 奴役和压迫的

境遇深感痛恨， 亦为自己现在同样以少数民族身份却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１９５０ 年国庆

节， 马丕烈等回族代表认为正是因为正确的民族政策， 大家 “从此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翁”； 青

海蒙古族代表淋沁旺济勒也发出感慨， 全国各族人民终于 “从被压迫的痛苦生活中翻了身”， 蒙古族人民

也成为国家主人。② 更有少数民族代表曾在 “大汉族主义” 的压迫下， 因少数民族身份受到歧视而不敢向

外界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 现如今不用再为之隐瞒而感到万分欣喜， 贵州苗族代表李儒云在谈及 “一向

为人瞧不起的苗家”， 在解放后终于 “抬起头” “翻了身”， 他为苗民终于可以使用、 穿戴自己民族的语

言、 服装， 也能够 “在人民的会场上讲话了” 而心感欣慰。③

更具有典型性的是藏族姑娘娜几， 她直接将自己参加国庆仪式表象为自身命运转变和人生价值体现

的象征。 又逢第二个国庆节， 她便回忆起自己曾随文工团参加首次国庆献礼仪式的经历， 她感叹曾经被

称为 “死蛮子” 的藏族同胞， 是绝不可能拥有政治权利和学习机会的， 但新中国成立后， 藏族自治区有

了自己的政府， 她自己亦通过在西康民族学校进行学习， 从曾经以砍柴为生的妇女成长为康定城关区民

主妇女联合会主任， 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④ 除此之外， １９６０ 年国庆前夕， 来京参加庆典的班禅额尔德尼

感慨于民主改革在西藏地区的实行， 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度， 使百万农奴得到解放成为 “新社会和土地的

主人”⑤。 由此， 代表们由参加国庆仪式关联起自己和所属民族在政治、 文化、 生活等方面的显著变化，
强烈感受到现已挣脱了奴役和压迫， 真正成为拥有各项权利的新中国主人， 体认了中共推行的民族平等

政策， 强化了对于自身少数民族身份的认同。
其次是心理与情感层面的认同。 政治象征的首要特征就是情感性， 具象的政治象征往往潜在的包含

着想往、 渴望、 热爱等情感寄托。⑥ 代表们在赴京参加国庆仪式后， 最为直观的感受到中共对待自己的真

诚态度， 以此产生心理情感认同， 逐渐开始疏解心结、 打消顾忌， 消除了对中共曾有的怀疑和误解。 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听信反动势力造谣诽谤， 许多民族群众对新生政权心存疑虑， 更有甚者部分边疆民族

地区流传进京是对代表们进行 “消除” 的圈套， 其实质是为了 “祭祀”， 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民族地

区代表人士， 对进京产生恐惧、 戒备甚至抵抗心理， 云南一些头人不敢进京， 一定要当地政府以汉族干

部做担保， 进京后也是带来贴身保镖以保护人身安全。⑦ 赴京之前， 各地代表的担忧和疑虑确有一定普遍

性， 李维汉对此曾予总结， 一些代表对赴京 “不免怀着许多顾虑与怀疑”。 但是来京后， 在中共和群众的

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下， 代表们切身感受到温暖与关怀， 纷纷发出 “我幸而来了” 的感叹。 赴京后大家

感到 “毛主席， 中央首长， 各机关、 招待所、 工厂、 学校……的同志对我们都那么尊重和亲切” “国民党

对我们都是假的， 这次上上下下都是真的”， 代表们 “普遍的反映是印象深， 感动大， 收获多”， 最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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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 《政治象征： 概念、 结构和特征的分析》， 载 《社会科学论坛》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西北各兄弟民族代表题词庆祝国庆》，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７ 日。
柏生： 《太阳照到西南深山里———访西南各民族代表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我为什么热爱祖国》，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朱德委员长接见并宴请班禅 班禅严厉谴责联大把所谓 “西藏问题” 列入议程》，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马敏： 《政治象征》，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５２ 页。
卓人政： 《由押人质到建民族团结碑———记 １９５０ 年云南民族代表团国庆观礼》， 载 《百年潮》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



著的转变是由当初不敢进京到临行时 “留恋毛主席， 留恋北京， 留恋工作同志们”， 很多人更在临别时

“禁不住落泪”①。
１９５０ 年国庆节， 代表田心桃回想起过去受到歧视压迫， 而今在国庆观礼时倍受中共和政府的优待照

顾， 感到心中有 “说不尽的感想， 说不尽的苦” 而大哭；② 代表龙辑五深感中共和各地领导、 工作人员及

群众的亲切与尊重， 认为此行可谓是真正的 “相见以诚” 并 “要上书毛主席重致谢意敬意”③。 西藏代表

计晋美更是直接将各少数民族代表欢聚北京， 归于 “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所创造” 的结果。④ 转变最为明

显的当属云南代表洛左旺堆， 他之前听信特务谣言进京时携带盒子枪作为防御， 参加国庆活动后他愤怒

的说： “还要枪做什么？ 回家后把枪锁在箱子里， 让它生锈算了。”⑤ １９５１ 年， 广东连南县的瑶族代表发出

感叹： “谁能知道瑶人苦呢？ 只有毛主席。 毛主席就是瑶族人民的大救星。”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３ 日， 西藏观

礼团团长崔科·顿珠泽仁将民族地区改变落后面貌的功劳， 归于中共领导和汉族人民的无私援助， 正因

如此 “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充满无限热爱”⑦。 由此代表们在政治上 “更加靠拢”， 更加 “促进了

团结”⑧。 代表们具体的体会到团结、 友爱、 合作、 互助的民族政策， 自然而然的解消了此前产生的顾虑

与罅隙，⑨ 从心理情感层面开始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产生真正认同。
最后是思想认识方面的认同。 代表们以其亲身经历感知了新中国的发展成就， 对国家实力产生新的

判断， 亦由此延伸到对自身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前途命运进行思考。 １９５０ 年国庆节， 各少数民族代表在赴

京途中， 对沿途土地上的庄稼羡慕不置； 来京后， 在参观了工厂、 医院、 学校等 “各种进步事业” 后，
赞叹 “祖国有这么伟大”， 并 “深信前途无限光明”�I0。 这让代表们心生向往并对中共治国理政的能力产生

信心， 亦对自身民族由贫困、 落后转向富足、 进步的出路和前景， 不仅有着 “无限的希望”， 而且 “怀有

充分的信心”�I1。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西北、 西南地区代表在参观内地工厂后， 由其先进生产力展望到新中国的

工业化远景， 意识到如若 “没有先进的汉族老大哥的领导和帮助， 我们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是不可能

很快发展的”�I2。 对于民主改革实行较晚的西藏地区， 这一迹象表现的尤为明显。 １９５４ 年， 西藏国庆观礼

团副团长纳旺金巴一行感受到内地土地广大、 人口众多、 物产丰富， 不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而且已

建成能自主制造机器设备的工厂， 对此感到十分欣喜。�I3 对此， 团长朵噶·彭错饶杰直抒心意： “今后应

根据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加强西藏民族的团结， 积极发展生产及各项建设事业。”�I4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拉鲁·策旺多吉认为在中共的带领下才有了康藏、 青藏两条公路通车， 由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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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７５ － ００７６。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６８。
《周总理欢宴各民族代表 与会者频频为毛主席朱总司令健康干杯 一致表示亲密团结为巩固新中国而奋斗》， 载 《人民

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卓人政： 《由押人质到建民族团结碑———记 １９５０ 年云南民族代表团国庆观礼》， 载 《百年潮》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
《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建设新中国！》，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乌兰夫欢宴五十多个民族的代表》， 载 《新疆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６８。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６８。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各民族代表团上书毛主席致敬》， 载 《云南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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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西藏的各项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产生更多期许， 并表态一定会认真参观学习，① 他坚信藏族人

民在中共领导下定能 “走向繁荣幸福的光明大道”， 坚定了要 “把西藏建设事业搞好” 的决心。② １９５７ 年

国庆节， 班禅额尔德尼表露出要以实际行动 “促进西藏建设发展” 的意愿；③ 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后

的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底， 班禅额尔德尼再次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坚定地表示， 只有坚定中共领导， 与各民族团

结互助才能走向繁荣、 进步， 这也是 “自己获得解放的唯一的道路”④。 通过以国庆契机的亲身参观走访，
代表们收获颇丰产生了 “不看不知道， 一看胜读十年书” 的体会，⑤ 由此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极大转变。

由此可见， 国庆活动以具象的仪式感为代表们提供了认知转变的强大扭力， 在政治象征的引导和强

化作用下， 代表们逐渐开始产生身份认同， 更重要的是转向信任中共领导的新生政权， 并从心理情感和

思想认识上体认并向往社会主义道路。 最终， 心理、 情感通过宣教、 动员等方式转化为促进民族地区政

治、 经济、 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动能。

四、 政治功能的显现： 由符号象征向现实效用的价值转化

在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全过程中， 多种政治符号、 政治象征交互影响， 成为承载和传

递政治文化、 政治意义的载体和凭证。 在政治符号发挥沟通、 导向和动员等作用下， 并在政治记忆的反

复强化刺激下， 代表们在仪式活动中不断增进对中共政治意蕴的理解和认同， 并将思想认识转化为具体

实践的动能， 从而以其自身影响效力推进和加快了民族工作的开展与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一） 较快的建构起新型民族关系， 增强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国庆活动的具体实践， 使各少数民族代表走出家乡、 来到北京， 以国家主人身份参加国庆仪式， 并

受到各地各界欢迎和尊敬， 体现出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 这使其感受到新型民族关系的显现。 １９５０ 年，
在京参与的 “每一件事”， 让每一个代表感受到各民族 “在平等的基础上已经亲密地团结起来”⑥。 １０ 月

２２ 日的中华各民族联欢大会， 被李维汉称为 “历史上未曾有过也不能有的伟大的新事件”， 体现出各民族

“团结友爱的精神”⑦， 大会在致函毛泽东时也表明， 过去各民族 “歧视” “仇视” 的不友好关系现已被

“新的兄弟般的关系” 替代。⑧ 周恩来对此阐明， 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现已

发生根本改变， 从过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改变为平等、 互助的关系。⑨ 国庆活动这一有益形式， 成为代

表们感受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直接来源， 各民族一改曾经存有隔阂、 罅隙的现状， 增强了共同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合力， 建构出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
这一过程也增强了中共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绝不单单是利用政治符号制造政治共识的问

题， 政治符号只是达成合法性的一个工具， 如果民众在经济上得不到实惠， 在政治上不能表达利益， 无

论用什么样的政治符号， 都达不成政治共识， 都存在合法性危机问题。”�I0 代表们在国庆活动中感受到民

族政策的益处， 逐渐达成政治共识。 １９５２ 年， 西北及西南地区代表在国庆参观过程中， 从汉族人民对他

们的热情招待中感受到来自 “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的 “温暖”�I1。 在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的欢迎宴会

中， 对于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所述的 “新的团结、 友爱、 互助和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日益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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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宴会招待西藏、 云南、 四川、 贵州各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陈毅副总理设宴招待西藏两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主席庆祝国庆》， 载 《甘肃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３ 日。
《朱德委员长接见并宴请班禅 班禅严厉谴责联大把所谓 “西藏问题” 列入议程》，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 （第 １ 卷）， 第 ３０２ 页。
《各民族代表团上书毛主席致敬》， 载 《云南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显示着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 国内四十三个民族代表在北京举行盛大联欢会》， 载 《四川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大会向毛主席致敬函》， 载 《云南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周恩来同志对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论述选编》， １９８１ 年版， 第 １１ 页。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１０２ 页。
《西北、 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代表向毛主席报告到各地参观后的巨大收获》，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加强”， 代表们深表赞同与认可， 并用各种民族语言欢呼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① 对此， 代表们

将获得的平等团结地位归功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班禅额尔德尼称 “社会主

义的民族关系已经普遍建立”， 这是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更

是 “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②。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云南僮族参观团团长罗运通认为 “各民族参观团通

过国庆观礼活动”， 亲眼看到 “各民族的大团结”， 这是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③。 通过国庆活动， 代

表们与外界交流互通、 增进了解， 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使得代表们深深感受到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 由

此认同中共领导的新生政权， 巩固了其合法性基础。
（二） 有效的诉诸各民族政治诉求， 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政治动员

借助国庆活动， 代表们与中共领导人得以直接对话， 大家契机向中共反映民族问题、 表达民族诉求，
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效就是直接助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复杂的民族识别工作开展。 １９５０ 年， 田心桃作为

中南区苗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 期间便向中共有关领导人诉诸了自己民族成分的问题， 其阐述自己

实为土家族， 但因多种原因如今被载为苗族， 这引起了中共上层的重视， 也为后续将土家族认定为单一

民族提供了重要依据。④ 由此， 国庆活动亦成为中共掌握少数民族情况、 收集民族问题诉求的重要渠道。
李维汉在总结 １９５０ 年各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情况时指出， 共汇总收集到代表们反映的 ７ 项要求， 包括加

快民族区域自治、 兴办民族学校、 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等事项。⑤ 同年， 中南局统战部收集到本区代表经首

次国庆观礼， 反映在 “经济、 文化、 卫生等方面” 对其扶助的要求， 随后即制定了相应工作办法予以积

极解决。⑥ １９５２ 年， 甘肃省人民政府针对西北行政委员会民委收集到代表们的问题意见， 在进行研究后结

合实际提出了具体办法。⑦ 这体现出李维汉所述代表们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积极作用， 即陈述自己民族现

状使中央 “了解了各民族的情况和要求”⑧。 在实现了个人与国家的双向联通后， 代表们诉诸了政治诉求，
保障了民族权益， 为中共进一步制定落实民族政策、 处理民族事务奠定了基础。

此外， 中共借助国庆活动可 “使代表们在思想上、 感情上对党的民族政策” 产生 “进一步的领会”⑨，
亦可向其传达精神指示使其明确政治任务。 为庆祝首个国庆节， 在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五千人干部大会上，
代表们在会上聆听周恩来总理作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 报告，�I0 其中号召各族人民要自觉自

愿、 互让互助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历史纠纷， 形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广大力量；�I1 对此， 代表们在离京前

联合上书毛泽东时回应， 一定把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 以及 “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残余对于我们国

家的严重威胁”， 告诉给本民族的每一个人。�I2 １９５２ 年， 西北、 西南地区代表也表示回去后一定要把汉族

人民的热情关怀告诉各民族人民， 并且坚决响应号召， 努力增产节约， 为巩固国防、 建设祖国奋斗到

底。�I3 １９５９ 年， 乌兰夫在座谈会上向观礼团负责人传达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积极开展增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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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民族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欢宴各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５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欢宴各民族观礼团和青年学习团负责人 李维汉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是各民族共同繁

荣和发展的唯一道路》，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６ 日。
《人大民族委员会等单位举行酒会热烈欢迎各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西藏日报》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４ 日。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编辑部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 ９
辑，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２３４ ～ ２４６ 页。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６８。
《 ［１９５３］ 府厅政字第 ０７６８ 号》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２９）， 甘肃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１２８ － ００４ － ００２１ － ０００８。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在国庆日前夕毛主席举行盛大庆祝宴会 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干部大会 周总理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载 《人民日

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 日。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各民族代表团上书毛主席致敬》， 载 《云南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西北、 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代表向毛主席报告到各地参观后的巨大收获》，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约运动的主要任务， 并且对民族工作的开展提出了 ７ 项任务要求。①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徐冰对代表们发出号召， 在 “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日益壮大” 之际， 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团结， 共同迎

接第三个五年计划。② 由此， 国庆活动 “上传下达” 的作用得以显现， 使得 “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央的民族

政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③， 实现了最大范围的政治动员， 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源整合， 为国家建设

凝聚了民族合力。
（三） 较好的体认并传导了中共的政治意图， 达成了新中国全员的政治共识

利用国庆活动传递中共的政治意图， 实现了对代表们在思想上的争取和改造， 为建设政权、 民主改

革、 社会改造等民族工作推进营造了良好氛围。 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这项重点任务， 中共极力以从

“缓” 从 “稳” 的方针推进， 旨在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人民共同步入社会主义道路， 且最大程度的避

免造成恐慌及社会动荡。 １９５０ 年， 中南区统战部在对本区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总结中， 反思了使其

接受社会改造的问题， 其中指出正是因为对代表们在 “直接有关的东西如农业生产手工业等方面引导不

够”， 所以导致对其帮助还不够更大。④ 从这一侧面就能管窥中共在组织国庆活动时， 对代表们实施争取

和改造的政治意图。 但出于保障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 周恩来在同年 ９ 月 ２９ 日的宴会上明示， “对于各民

族的内部改革， 则按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 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⑤， 尤其对于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及土地、 租息、 婚姻等制度的改革， 要务必从缓。⑥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改造的逐步推进， 国庆活动逐渐成为代表抒发要求改革、 加快自治等意愿的平台。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和 １９ 日， 代表们在 “民族问题报告会” 上了解了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

情况， 其中李维汉着重讲述了 “认真实行区域自治” 的问题， 乌兰夫也引证内蒙古自治区在军事、 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向代表们阐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⑦ 对此， 代表们借机表

达了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态度， 提出 “各民族的区域自治要快点进行”， 十分赞同 “实行共同纲领中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⑧。 １９５４ 年国庆节， 朵噶·彭错饶杰通过参观内蒙古自治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等， 切

身感受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好处， 他认为要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西藏发展的标准来加快建成新西

藏。⑨ 西藏地区作为最后进行社会改革的民族地区， 班禅额尔德尼借助十周年国庆大典， 亦表达了西藏群

众拥护民主改革以实现彻底解放的迫切愿望， 大家 “热烈拥护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寺庙对群众的各

种压榨与剥削” “要求迅速实现土地改革” 成为 “土地的主人”�I0。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来自工业、 农业

和畜牧业等行业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 在全国妇联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要 “永远听党的话， 听毛主席的

话”， 一定要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行到底”�I1。 由此可见， 代表们认同了走上民族区域自治和民

主改革道路， 少数民族群众亦逐渐达成政治共识， 坚定了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态度。
有鉴于此， 中共在推进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注重总结经验、 发动宣传， 借助代表们参加国庆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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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在各民族观礼团座谈会上说 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继续大跃进》，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酒会欢迎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少数民族参观团》， 载 《内蒙古日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
《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发展而斗争》，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６８。
《周总理在宴会上致词》，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３ 册）， 第 １５４ ～ １５５
页。
《李维汉、 乌兰夫正副主任委员向各民族代表报告民族政策 各民族要更亲密团结肃清残敌巩固国防》，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举行报告会 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作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朱委员长欢宴班禅额尔德尼》，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欢庆各民族妇女大团结 全国妇联招待来京观礼的少数民族妇女代表》，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契机对其进行教育和动员，① 代表们也意愿将 “所亲历、 亲见、 亲闻告诉本民族”②， 由此， 国庆仪式的社

会效能和政治功能得以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实现最大化。 同时通过政治符号和象征的传递和转化， 代表们

对新中国的权力秩序和社会关系逐渐产生认同。 特别是在民族政治利益诉求得以解决之后， 从少数民族

融入新中国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 个人与集体、 地方与中央、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新型关系建构得以完成，
中共亦在最大范围内促进实现了 “全国上下一盘棋” 的政治共识。

五、 结语

回顾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具体实践， 在国庆节欢庆、 肃穆的氛围之中， 参与全员

形成了共同的政治记忆。 仅从政治符号流动与表达的视角来看， 在活动过程中， 代表们的民族身份作为

政治符号既表象了代表个人也指代其民族集体， 这一政治符号成为联结个体与集体、 地方与国家的重要

凭证和纽带； 我们亦可将接见、 献礼、 阅兵、 参观、 游行等展现政治行动的仪式视为政治符号， 这些符

号则侧重于诉诸人们的行为感受。 但无论何种政治符号， 最终都在国庆活动的系统实践中表象并传递出

蕴涵在其中的抽象的或者内在的观念、 精神、 思想和感情， 共同表达出新中国追求各民族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价值旨向。

政治符号和政治象征的叠加强化最终也实现因应转化和催化作用， 大致以 “引起直觉” “隐喻联想”
“引发认同” “产生信仰” “激发情绪” “形成态度” “支配行为” “促进沟通”③ 等 ８ 个方面的促进模式，
使代表们在参加国庆活动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以来， 并以政治记忆的反复刺激和强化， 开

始产生全新的身份、 心理和政治认同， 亦对中共新生政权的未知或原有认知偏差产生转变甚至完全颠覆，
在建构新的认知体系过程中形成了全新的情感态度和思维图式。 如若仅从政治仪式能够凝聚并强化情感

的特点来看， 国庆仪式会把人们在参加典礼庆贺中的情感， 最终转移到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述的

“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④， 即民族甚至国家集体上来。⑤ 这一过程不仅使代表们获得了对外界认知、 情感表

达及心灵慰藉的方式和途经， 更重要的是将情感力量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实践， 体认理解并执

行贯彻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意图， 最终促进了新中国全域和地方的协同发展。 归根结底政治符号和象

征， 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 是向民众传递政治信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⑥ “国家亦使用象征的、 仪

式的内容与形式来建构其自身的权力结构与意义系统”⑦。 因此， 代表们以参加国庆仪式的具体实践促进

了新中国建构权力结构、 稳定社会秩序。
政治仪式最为重要的就是聚焦于它的政治性。 贯穿代表们参加各项活动的全过程， “促进各族人民和

睦团结、 友爱互助地共同发展生产、 建设祖国”⑧， 是中共鲜明且显要的政治意图和目标旨向。 中南局统

战部在总结 １９５０ 年本区代表参加国庆活动时强调， 对于着重顾及对代表们的生活照顾而弱化了对其进行

政治提升和思想教育，⑨ 就可对其中的政治意图窥见一斑。 因此， 从表面形式上看， 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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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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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四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计划》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

号： ２３５ － ２ － ２４ － ２０４ ～ ２０５； 国务院： 《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六五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计划》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３５ － ２ － ２７ － １１７ ～ １１８。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参见马起华： 《政治行为》， 台北： 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 １９７８ 年版， 第 １６５ ～ １６８ 页。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版， 第 ６ 页。
马敏： 《政治象征》，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１４ 页。
胡国胜： 《政治符号： 概念、 特征与功能》， 载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郭于华： 《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 载 《读书》 １９９９ 年第 ９ 期。
甘肃省广播事业管理局： 《关于国庆节宣传注意事项的通知》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 ８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 档号： ２５４ － ００１
－ ０２８４ － ０００９。
中共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南区参加国庆节各民族代表团总结报告》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档案馆藏， 档号： Ｘ００１ － ００３ － ０２３８ － ００６８。



京参加国庆活动， 是一项富有国家层面动员性质的集体组织活动， 但其实质承载着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社会安定的统战任务和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动员目标。 作为一项方法巧妙、 成本较低、 功效明显的民族工

作， 从筹划到实施的全过程， 都体现出中共对推进民族工作和治国理政的系统思考。
在政治目标的导向下， 国庆活动使得中共与各少数民族代表直接对话互动， 加强了在政治、 思想、

文化等各方面的沟通与交流， 代表们不仅表达了各项民族诉求， 亦将民族政策与执政理念传达至民族地

区， 初步实现了消除民族隔阂、 疏通民族关系、 增进民族交流、 化解民族问题、 促进民族团结等基本成

效， 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共领导新生政权的理解和认同。 同时， 中共利用代表们 “关键少数” 民族

身份的政治符号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最大程度的争取和改造， 为其全面深入的制定实施民族政策、 整合

民族地区社会资源、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发展， 并为在边疆民族地区顺利实施政权建设、 民主改革及社会

改造等各项民族工作， 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基础。
综上， 中共基本厘清了在全面执政初期开展民族工作、 深化统战任务的头绪， 最终达成了新中国全

员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的政治共识， 使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之中， 并向外界

充分诠释了其治国理政理念和筹划愿景方向， 建构出新中国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象。 至此， 选派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国庆活动， 这一极具时代特征和政治功能的民族工作实践方案， 承

载着中共在执政中不断深化统战工作经验的任务，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延续至今，① 对我国民族团结、
统一稳定、 凝聚合力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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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 “文革” 期间。


